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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征中的国情调研及其意义
于安龙 牛志伟

上津云客户端

看往期电子报

用脚步淬炼忠诚与信仰
王厚明

长征

国情是一个国家在一定历史时期内，社会各方面基本情况与客观条件的

总和，包括自然条件、人口状况、经济基础、政治制度、历史文化、社会状况等方

面，是该国赖以生存发展的客观基础。正因为国情具有复杂性，所以对国情的认识和

把握需要经历一个逐步深入的过程。长征是中国共产党全面深入认识和把握中国国情的

重要环节，其范围之广、历时之久、影响群体之众是前所未有的，长征也因此成为中国共产党正

确认识和把握国情的重要历史实践。长征前，中国共产党虽然形成了关于基本国情的早期认识，

但由于这一时期党的实践主要依托于局部革命根据地，对中国整体社会结构、区域差异、人民主

体力量以及革命发展规律的认识仍然带有一定的区域性、经验性和探索性，尚未形成较为系统、

成熟的国情认识体系。正是在这一意义上，长征并不是中国共产党正确认识和把握国情的起点，

而是在更广阔的实践空间和更复杂的历史环境中，推动关于国情的认识和把握由局部走向整体、

由经验走向规律、由实践探索走向理论自觉的重要历史转折。

长征深化了

对中国社会性质与主要矛盾的认识

长征是一场转战大半个中国的战略大转移，其历时之长、
规模之大、行程之远、环境之险恶、战斗之惨烈，在中国历史上
是绝无仅有的，在世界战争史乃至人类文明史上也是极为罕
见的。红军长征先后经过了14个省份，其中红一方面军经过
11个省、红二方面军经过8个省、红四方面军经过4个省、红
二十五军经过4个省。长征期间先后跨越近百条江河，征服
40多座高山险峰，其中海拔4000米以上的雪山就有20余
座。上述4支红军的行军里程加在一起，总计6.5万余里。埃
德加·斯诺曾指出：“红军自己通称它为‘二万五千里长征’，加
上全部的迂回曲折，辗转进退，从福建的最远点到陕北道路的
西北终端，某些部分的行军者无疑走了这么长或更长的路
程。”从南方到北方、从东部地区到西部地区，红军长征的足迹
遍及华东、华南、西南、西北等地区，这是人类历史上的一次伟
大远征。正因为如此，美籍华人学者杨炳章在其所著《从革命
到政治：长征与毛泽东的崛起》一书中指出：“若抛开具体日期
和事件，长征则可以从更加广泛、更加抽象的意义上予以定
义。它可以被理解为中国共产党人所经历的从华南到华北的
一次整体性大转移。”
长征的重要意义在于推动中国共产党突破了革命实践的

区域性限制，使党能够从更加整体的视角把握中国社会的基
本状况，从整体结构中认识中国社会的发展规律。中国革命
之所以具有特殊性，根本原因在于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
建社会，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城乡差异明显等是中国复杂国
情的具体表现。红军长征经过不同地区，接触到不同的经济
形态、社会结构和群众状况，使党进一步认识到中国社会发展
的复杂性和不平衡性。这种认识深化的重要表现，就是对中
国革命对象、革命性质和革命任务的判断更加符合中国实
际。毛泽东强调：“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
的基本的根据。”这一论断深刻说明，认识中国社会实际是解
决中国革命问题的前提。长征实践推动中国共产党更加深刻
地认识到，必须在整体性认识基础上明确中国革命必须走符
合自身实际的发展道路，中国革命不能脱离中国社会实际，革
命道路和战略选择必须建立在对中国具体国情的准确把握基
础之上。因此，中国革命道路必然具有独特性，脱离中国国情
而生硬地照搬其他国家的革命模式，是注定不可能成功的。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

矛盾、封建主义与人民大众的矛盾，是当时中国社会的主要矛
盾。在不同阶段、不同地区，社会主要矛盾的具体表现是不尽
相同的。通过长征，党充分了解到了不同地区的发展状况、不
同群体的生存状况，对各种社会矛盾有了更加深入的把握。
尤其是九一八事变后，中日民族矛盾逐渐超越国内阶级矛盾
上升为主要矛盾。在民族危急的重要关头，中国共产党率先
举起武装抗日的旗帜，并提出“北上抗日”的口号。在长征中，
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得到了广泛宣传，也赢得了广大民众
的拥护和支持。同时，党也了解到一些国民党内的爱国将领、
少数民族首领、宗教上层人士的抗日态度和政治倾向，他们受
到中国共产党“北上抗日”的感召和影响，成为抗日救国大业
的支持者、参与者，这对壮大全民族抗战力量是有利的。长征
中的广泛实践充分证明，北上抗日是顺应民心之举，具有坚实
的群众基础，从而为推动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提供了重要
条件。这也使长征从一场求生存的战略转移，转变为一场御
外侮、赴国难的战略前进。

长征深化了

对城市与农村状况的认识

一段时期内，“城市中心论”在党内十分盛行，这种观点认
为中国革命要取得胜利，必须效仿俄国经验，把革命的重心放
在城市，在城市中发动工人暴动，进而带动全国革命的胜利。
六届四中全会后，“左”倾教条主义路线在党内逐步占据统治
地位，以王明、博古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者更是顽固坚持
“城市中心论”，忽视农民力量，轻视农村地位，这也是导致第
五次反“围剿”斗争失败和红军被迫长征的重要原因。毛泽东
曾指出：“我们进行了二万五千里长征……可是，那是犯了错
误的结果，三十万军队剩下了二万五千人。”事实证明，中国国
情具有特殊性，农民在人口总数中占多数，广大农村地区蕴含
着革命发展的雄厚力量和广阔空间。那种脱离农村和农民，
幻想通过攻打一个或几个大城市而一举取得全国革命胜利的
想法，在中国注定是行不通的。第五次反“围剿”失败所带来
的恶果警示全党，如果再一味地迷信“城市中心论”，革命的
“星星之火”不仅难以“燎原”，而且有被迫熄灭的危险。

从一定程度上来说，长征实际上是对“城市中心论”的反
思和纠偏，印证了只有立足国情才能找到革命胜利的正确道
路的深刻道理。纵观长征中红军的行军轨迹，其大部分是在
远离大城市和中心城市的偏远山区、农村地区，有时甚至是人
迹罕至之地。在中央红军的长征过程中，除短暂占领过贵州

第二大城市遵义外，
并没有攻打和占领大城市的战
略安排。即便是兵临贵阳、威逼昆明，也
只是为了迷惑和调动敌人而进行的战略佯攻。长征中，党
和红军深入十几个省份的农村地区，近距离地了解了农民的
生存状况，包括他们所遭受的沉重压迫、所历经的苦难生活、
所具有的革命倾向等。长征使我们党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广
大农民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中国革命的胜利离不开广大农
民的参与和支持。
陈云在《随军西行见闻录》中以亲历者的视角叙述道：“赤

军之所以能得民心者，不仅在于乡村农民拥护赤军‘打土豪，分
土地’‘没收土豪劣绅的谷米分给农民’之宣传和行动，而且在
于军队有纪律。”相对于城市，农村虽然较为贫穷落后，但却是
革命发生发展的必要依托和重要基地。长征中红军的筹粮筹
款、兵员补充、传递消息、掩护伤员、支援红军作战等，基本都是
依靠农民群众。据统计，整个长征过程中，红军各部队共筹集
了上万吨粮食，补充了至少两万名兵员，这些主要是依靠广大
穷苦农民完成的。有的地方的农民群众甚至把自己的口粮、留
的种子粮都拿出来支援红军，而自己却吃野菜、喝稀粥。同时，
党通过广泛的政策宣传和生动的方针阐释，以及坚决维护农民
利益的实际举动，赢得了广大农民的信任和支持，也充分激发
了他们的革命热情，使建立巩固的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必要性和
重要性更加凸显。总之，长征中红军的突破封锁、千里迂回、声
东击西、避敌主力、击敌要害等，是建立在向农村进军、紧紧依
靠农民群众的基础上实现的，这为破除“城市中心论”的思想束
缚，更加坚定地走“农村包围城市”道路奠定了重要基础。通过
长征，党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农村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战略地
位，更加深刻地认识到中国革命的胜利离不开农村农民，而这
是与长征中的直接体验和直观感受分不开的。

长征深化了

对中国民族宗教问题的认识

长征中，红军三大主力部队主要活动在中国的西南和
西北地区，那里是中国主要的少数民族聚居或杂居地区。
长征约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和行程，是在少数民族地区完成
的。具体来说，红一方面军经过少数民族地区的时间占其
全部行军时间的34.4%，红二方面军在少数民族地区的行走
里程占其全部里程的30.3%，红四方面军则与少数民族接触
的时间更长，他们有78.9%的时间活动在少数民族地区。而
在红军长征所经过的少数民族地区中，又以在藏族区域活动
时间最长。以红一方面军为例，其长征期间在汉族区域246
天，占65.6%；在藏族区域92天，约占24.53%；在苗族区域21
天，占5.6%；在彝族、回族、瑶族等其他少数民族区域16天，约
占4.27%。

中国共产党
历来提倡民族平等，反

对民族压迫，尊重少数民族的
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一贯支持和帮助少数民族开

展对反动政权的经济和政治斗争。但是，在长征中，党也深
刻地了解到，由于长期以来国民党的反动宣传，加上历史上
汉族反动统治阶级对少数民族进行残酷剥削、压迫，导致民
族隔阂较深，因此出现了长征沿途的少数民族远离、敌视甚
至袭扰红军的情况。鉴于此，能否正确处理与少数民族的
关系，不仅关系到红军能否顺利通过少数民族聚居区，而且
关系到中国革命事业能否顺利发展，正如1935年8月5日中
央政治局通过的《中央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
与任务的决议》所指出的：“一、四方面军的会合正在少数民
族番夷民占多数的区域，红军今后在中国的西北部活动也
到处不能同少数民族脱离关系，因此争取少数民族在中国
共产党与中国苏维埃政府领导之下，对于中国革命胜利前
途有决定的意义。”

为消除民族隔阂，促进民族团结，党制定了正确的民族政
策，为妥善处理民族关系提供了基本依据。红军先后发布的《关
于瑶苗民族中工作的原则指示》《关于对苗瑶民的口号》《关于回
民工作的指示》等一系列有关民族工作的政策、条令和指示，都
提倡民族平等、民族团结，要求尊重少数民族宗教信仰和风俗习
惯等。其中，1935年5月19日发布的《总政治部关于争取少数民
族工作的训令》，明确强调“必须进行深入的关于少数民族情况
的调查”“动员全体战士向少数民族广大的宣传红军的主张，特
别是民族自主和民族平等”。注重对各少数民族地区进行调查
研究，也由此成为党的民族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总之，长征中
党和红军深入少数民族地区，同少数民族群众进行了广泛的交
流，既向他们阐明了党的民族政策，也了解到了少数民族地区的
基本情况，积累了开展少数民族工作的宝贵经验。

民族问题与宗教问题是交织在一起的，民族政策与宗教
政策是不可分割的。红军行进到少数民族地区后，十分尊重
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红军每行进到一地，都会
深入进行调查研究，根据不同地区的民情风俗、宗教信仰以及
各个少数民族的具体情况，制定和不断完善一系列具体的宗
教政策。此外，在长征经过贵州、云南、四川、甘肃等少数民族
地区时，党还吸收和培养了一批藏族、彝族、苗族、羌族等少数
民族干部，为少数民族地区发展奠定了一定基础。所以，长征
时期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与少数民族大量接触的时期，也是
通过调查研究充分把握我国具体民族情况、宗教情况的时期，
为党制定和实施正确的民族宗教政策提供了丰富的一手资料
和实践经验。
（作者分别为天津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

心研究员，天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天津

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

二万五千里长征，是镌刻在中国革命史册上的壮阔
史诗，更是一次理想信念的伟大远征。漫漫征途中，雪山
凛冽刺骨，草地荒芜绝境，硝烟弥漫前路，险阻接踵而
至。红军将士以草鞋踏山河、以热血赴使命，于绝境中奋
勇挺进，于磨难中坚守初心，走出了“血染征衣心向党”的
忠诚，铸就了“革命理想高于天”的信仰丰碑。

烽火如磐

铸就不朽精神丰碑

长征之所以举世瞩目，在于它是一座跨越山河岁月的
精神丰碑。对理想信念的真伪虚实，长征用枪林弹雨来印
证，用雪山草地来检验，用饥寒交迫来拷问，红军将士以
“取义成仁今日事”的铮铮铁骨，交出了震撼历史的答卷。

在中央红军的行军途中，有15个整天进行大决战，
几乎每天都要遭遇战斗。红军将士在缺衣少食、装备简
陋的极端条件下，抗击数十万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一
次次冲破重兵封锁，闯过生死险境，创造了人类战争史上
的奇迹。江西兴国是名副其实的长征烈士第一县，牺牲

在长征路上的兴国籍烈士达12038名，差不多每一公里
长征路，就有一名兴国儿女献出生命，化作征途上不朽的
生命路标。

烽火征程中，伤病挡不住革命者向前的脚步。1935
年4月，红三军团政委杨尚昆在云南沾益县白水镇遭敌
机轰炸，右腿被弹片击穿，简陋的战地手术只取出两块
浅层弹片。此后整个长征途中，他强忍伤痛，时而坐担
架，时而拄拐杖坚持行军，指挥部队血战娄山关、四渡
赤水，直至抵达陕北。这枚弹片在杨尚昆体内留存63
年，直到他逝世火化后才从骨灰中取出，如今作为国家
一级文物珍藏于遵义会议纪念馆，无声铭记着革命先
辈顽强不屈的品格。

美国进步作家史沫特莱在《伟大的道路》中评价，事
实、数字与千山万水，都不足以描绘长征的全貌，更无法

描摹红军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长征是革命
战争史上伟大的史诗。

1938年4月，张闻天在陕北公学演
讲时，学员曾问他，红军在长征中屡遭挫
折，何以能够战胜千难万险？张闻天
回答：“原因就在于中国共产党在这次
长征中充分地表现出了她为了自己的
理想而牺牲奋斗与坚持到底的精

神……没有那种精神，就是一
千里的长征也是不可能的。”理
想信念，正是红军跨越万水千
山的力量源泉。

青春许国

扛起救亡时代使命

长征，是一场由热血青年
书写的远征。长征途中，红军
师以上干部大多正值二三十岁
的年纪，红军将领平均年龄仅

25岁，普通战士平均年龄不足20岁，14岁至18岁的少年战
士占比很高。1955年授衔的254位中将以上将帅中，有222
人亲身走过长征路。9位元帅出发时平均36.5岁，8位大将
平均31.7岁，48位上将平均25.9岁，157位中将平均23.8
岁，一代年轻指战员以青春之肩扛起救亡图存的重任。

长征队伍中还有不少未成年的少年战士。红二、红六
军团的向轩，7岁参加红军，9岁踏上长征路，是红军中年龄
最小的战士。他幼年命运坎坷，母亲惨遭杀害，父亲也不幸
离世，苦难磨砺了他的意志。长征路上，面对频繁的战斗、
长途行军和雪山草地的严寒饥饿，身为通信班副班长的向
轩常把马匹让给伤病员骑，轮流站岗时，也总是主动要求多
站一些时间，成长为一名“做好了随时牺牲准备”的战士。
经历了长征，身体里还有当年负伤的弹片的向轩这样说：
“长征路上虽然很苦，牺牲的人也很多，但大家始终有一种
信念，一种无论如何都要走下去的信念。我也是这样。”
正是这群胸怀理想的年轻人，跨越大半个中国，走过十

几个少数民族聚居区域，攀越四十多座高山险峰，渡过近百
条江河，攻占县城百余座。他们平均每天行军约37公里，
大约每行进300米，就有一名红军战士牺牲，用生命铺就通
往希望与光明的道路。

绝境砺志

彰显对党赤胆忠诚

数十万敌军围追堵截，雪山草地绝境重重，衣衫褴褛、
装备简陋的红军为什么能够历经磨难而不散，绝境之中仍
奋勇向前？关键就在于广大红军将士对党绝对忠诚，无论
身处怎样的生死困境，都绝不脱离革命队伍。很多战士即
便负伤、与主力失散，也拼尽一切力量寻找组织，千方百计
回到党的队伍之中。

1936年10月，红六军团第十六师政委晏福生在罗家堡
战斗中掩护主力突围时，被炸断右臂，在混乱中与大部队失
去联系。部队得不到他的消息，以为他已牺牲，两次为他召
开追悼会。而晏福生隐去身份，独臂辗转，躲避搜捕，一路

乞讨，徒步翻越重重山地，历尽艰险追上红二方面军主力。
再次见到战友时，他满身污垢，断臂只用破布简单包扎，在
场的人无不为之动容。晏福生说：“只要还有一口气，我就
要回到党的队伍里，走完长征路。”

越南籍中国共产党员洪水，长征途中因坚决反对张国
焘的分裂错误主张，遭其诬陷为“国际间谍”，党籍遭到错误
开除。即便蒙受冤屈，他也毫无怨言，跟随左路军南下，三
过雪山草地。1935年11月下旬百丈关战役后，洪水所在的
部队被打散，他化装成普通百姓，靠放羊、讨饭艰难求生，一
路向着陕北前行。当他在1936年初抵达延安时，衣衫褴
褛、骨瘦如柴，连熟识的同志都几乎认不出他。

长征途中，红四方面军第三十军第八十八师第二六三
团副团长周文宏在四川道孚激战中腿部受重伤，部队紧急
转移，只能把他寄养在百姓家中。大部队离开仅4天，他便
带伤启程寻找部队，撕碎军装扮成乞丐，拄着树枝当拐杖，
一瘸一拐沿路乞讨，独自穿越藏区草地、渡过金沙江，历经
两个多月艰难跋涉，终于在甘孜以西绒坝岔找到了部队。
贺龙听闻他“讨饭也要找到革命队伍”的事迹，十分敬佩，当
即决定调他接任红二军团第六师第十八团团长。

信仰的力量，在绝境中更显珍贵。1936年7月，红四
方面军第三次过松潘草地，第三十一军第二七四团第八
连彻底断粮，连野菜草根都很难找到，只能煮皮带充饥。
战士周广才和战友吃掉大半，强忍饥饿留下了残存的半
截皮带，在上面烙下“长征记”三个字。周广才含泪告诉
身边战友：“同志们，我们把它留作纪念，带到延安见毛主
席吧！”大家怀着对革命胜利的憧憬，忍饥挨饿，将半截皮
带留了下来。这半截皮带保存至今，成为“革命理想
高于天”最鲜活的实物见证。

漫漫长征路，每一步都是对信仰的丈
量，每一次前行都映照出赤胆忠诚。
巍巍雪山挡不住追随理想的脚步，
枪林弹雨磨不掉共产党人的初
心。红军将士以血肉之躯，冲
破重重封锁，闯出一条通向民
族解放的光明道路。

历史川流不息，精神代代相
传。今天，我们行进在新时代的长征路
上，长征精神依旧是激励我们前行的宝贵
精神财富。


